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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升产业扶贫项目实施效果? 

——基于贵州贫困村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 

王华书
1
 

(贵州大学，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产业扶贫是提升贫困户发展能力，使其彻底脱贫的根本途径。但是在产业扶贫的深入推进过程中，

发现一些扶贫项目增收效果不佳，商品化、市场化率水平低，未能形成贫困农户稳定的收入源。如何有效提升产业

扶贫项目实施效果，值得深入探讨。以实现产业扶贫项目落地为目标，以贵州省黔东南州四个不同类型贫困村 208

户农户调研数据为支撑，借鉴国内外相关学者的理论与研究，运用 Logit回归模型，对影响产业扶贫项目实施效果

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农户通过产业扶贫实现增收的概率及对产业扶贫的满意度受个体特征、资源禀赋、产

业组织模式的影响;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产业扶贫项目增收效果不佳，农户满意度不高。在产业扶贫进程中应减少

具有公共品属性的扶贫项目供给;对贫困户的能力进行精确识别;大力发展合作社;加大贫困地区教育投入;完善土

地流转市场，提高农业规模经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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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产业扶贫通过鼓励、扶持贫困农户发展特色产业实现脱贫，是我国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的重要方式。立足于

地区资源环境特点及优势，紧密结合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大力推广实施产业扶贫项目，有助于加快贫困地区农业产业结构

优化调整步伐，提高精准扶贫质效。但是由于贫困户在生产技术、组织管理及市场销售等方面能力欠缺，抵御自然风险及市场

风险能力弱，以及一些参与式扶贫项目并不完全反映贫困户实际需求，这些因素导致贫困户扶贫项目满意度偏低、退出率高，

增收效果不尽理想。张琦等在《2013 年全国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区域检测报告》中，利用 2012 年全国特困地区 680个县级统计数

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产业扶贫在惠及贫困人口方面的作用并不显著，贫困户参与产业扶贫项目程度亟待提高。此外，由于缺

乏对扶贫项目影响因素、可持续性以及贫困人口满意度等考评，难以准确判断产业扶贫效果及提升路径。 

产业扶贫是解决贫困地区生产与发展问题的根本手段，在目前开发式扶贫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从全国各地扶贫专项资金的

使用情况看，大多数省份 70%左右的扶贫资金主要用于贫困地区产业扶贫项目。
［1］

但是，各类产业扶贫项目实施效果不尽相同，

一些扶贫项目商品化、市场化水平低，未能形成稳定收入源，导致增收效果不佳、贫困农户满意度偏低等问题。那么，究竟哪

些因素影响产业扶贫项目实施效果?什么类型的产业扶贫项目更有助于促进农户增收呢?回答这些问题对破解目前产业扶贫项目

实施困境，提升扶贫后期产业持续发展能力，具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 

                                                        
1基金项目:2019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项目“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与产业组织优化研究”(71963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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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东南州作为贵州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最多、贫困发生率最高的一个市州，贫困人口多、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是扶贫

攻坚的主战场，其扶贫经验和教训对其他地区脱贫攻坚以及脱贫后期社会经济稳定发展，都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课题组通过

对四个不同类型贫困村 208 户农户的调研发现，在产业扶贫项目实施过程中，农户对不同扶贫项目的执行情况确实存在显著差

异，对不同项目的满意度也不尽相同。基于此，本文从产业扶贫项目满意度与增收效果两个角度构建了 Logit 模型，通过实证

分析检验了影响产业扶贫项目实施效果的主要因素及其显著性，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目前，学术界对产业扶贫问题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丰富成果，现有研究可以分为四个方面:一类是产业扶贫的模式研究。国内

的学者们提出了多种多样的产业扶贫模式，主要有"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贫困农户"多方参与治理模式、乡村旅游扶贫模式、

金融服务模式、互联网复合治理模式等。［2］［3］［4］第二类是产业扶贫面临的困境分析。许汉泽等发现，在产业项目申请阶段容易出

现"精英捕获"与"弱者吸纳"。［5］陈希勇认为，产业精准扶贫存在产业发展方向定位不准、产业发展政策支持不准等问题。［6］邓维

杰等则强调，乡村旅游精准扶贫面临重旅游业发展轻扶贫成效、精准扶贫空壳化等问题。［7］第三类是产业扶贫的效果评估与绩效

评价。熊正贤认为目前武陵山区特色文化产业扶贫处于倒"U"字型曲线的上升阶段。［8］王立剑等则强调现行产业扶贫难以覆盖极

端贫穷的贫困户。［9］第四类是产业扶贫效果的影响因素研究。修兴高提出基层组织能力禀赋、地区资源禀赋、行业属性、市场环

境、政策环境、利益联结机制是产业扶贫模式取得成效的关键影响因素。［10］ 

尽管已有学者关注到产业扶贫效果及其影响因素的问题，但利用一手资料进行实证研究的成果较少，多数是规范研究和案

例分析。且现有研究多忽略了扶贫项目的性质及其可能对扶贫效果产生的影响，也没有深入分析这种影响的内在原因。基于以

上几点，本文以贵州省黔东南州四个贫困村数据为基础，尝试从竞争性与排他性的角度明确产业扶贫项目的性质，对产业扶贫

项目实施效果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根据实证分析结论提出对策建议，以期提高扶贫政策效果。 

三、研究假说 

保罗·萨缪尔森最先给出了公共产品的经典定义:“纯粹的公共产品或劳务是这样的产品或劳务，即每个人消费这种物品或

劳务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种产品或劳务消费的减少”，“公共产品或劳务具有与私人产品或劳务显著不同的三个特征:效用的不可分

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11］在调研中，笔者发现，虽然黔东南州几乎所有的产业扶贫项目都是由政府主导的，

但本质并非完全相同。与能繁母牛项目、蓝莓种植项目、黄花种植项目相比，稻田养鱼项目具有明显的公共产品属性。农户只

要种植水稻，将政府发放鱼苗放入稻田即可，几乎不需要任何技术和资源支撑，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点。由于参与门

槛低，这一类型的项目覆盖面广，参与人数多，但绝大部分产出都用于农户自给，并未参与市场交换。这意味着，这一本应激

励农户生产，促进其增收的产业扶贫政策沦为了政府免费提供的公众“福利”，除了短暂的改善农户的生活质量外，并不能起到

实质上的“扶贫”作用。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以“稻田养鱼”项目作为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产业扶贫项目的代表，提出如下观

点: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产业扶贫项目(以“稻田养鱼”项目为例)增收效果不佳。 

农户是产业扶贫的主体，户主是家庭的主要决策者，其个体特征可能会对产业扶贫项目的实施效果产生影响。通常情况下，

年龄越小的农民，技术、知识和信息的接受能力越强，扶贫效果越好。［12］男性比女性有更充沛的体力，且更不容易被家庭琐事

分担精力，有更多的时间从事生产，产业扶贫效果可能更好。与汉族相比，少数民族具有“重消费不重积累”、对市场信息和数

字不敏感的生计文化特征。［13］可能影响其生产行为的市场化水平。基于以上分析，本文选取年龄、性别、民族 3 个变量来反映

农户的个体特征，并提出以下观点:个人特征会影响产业扶贫项目的实施效果。其中:年长的少数民族农户通过产业扶贫增收的

概率降低，男性(与女性相比)增收的概率会增加。 

阿马蒂亚·森认为:“贫困必须被视为基本可行能力的被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14］因此，除个体特征之外，农户资

源禀赋差异也是影响产业扶贫实施效果的因素之一。一般而言，教育程度越高，人力资本水平越高，从事生产的能力越强，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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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扶贫效果可能越好。家庭劳动人数越多、人均耕地面积越大，增收的概率就越高。家庭成员担任村干部的农户比其他农户拥

有更多的人脉和信息优势，可能会提高增收的概率。非贫困村在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优于贫困村，扶贫效果应当更

优。贫困户与非贫困户在资源禀赋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政府对贫困户参与产业项目有明显的政策倾斜，因此，难以预判贫困

程度对增收的影响。致贫原因的不同也可能使扶贫效果产生差异。基于以上分析，本文选取教育程度、劳动人数、人均耕地面

积、是否有家庭成员担任村干部、是否贫困户、村别、致贫原因等 7个变量来体现农户的资源禀赋，并提出如下观点:农户资源

禀赋能够影响产业扶贫项目的实施效果。其中:教育程度高、劳动人数多、人均耕地面积大、并且有家庭成员担任村干部的非贫

困村农户增收的概率会提高;贫困户与非贫困户参与扶贫项目的增收效果可能存在差异，不同的致贫原因也可能对其产生影响，

但方向无法判断。 

产业组织模式也可能会对贫困户的增收起到促进作用。结合调研情况来看，黔东南以“合作社+农户”模式为主。农民合作

社是弱势群体联合成立的互助性经济组织，制度安排天然地具有益贫性的组织特征，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的理

想载体。［15］张晋华等实证分析了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农户纯收入增加有

显著的正向作用。［16］因此，本文选取“是否参加合作社”这一变量来分析产业组织模式的作用，并提出如下观点:参加合作社对

产业扶贫项目的实施效果有正向影响。 

四、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研究数据均来自 2016 年课题组在贵州省黔东南州的实地调研。笔者从麻江县、雷山县、丹寨县按照贫困深度不同

随机选取了一个刚出列的普通村 BJ村，两个一般贫困村 JG村、ZL村，和一个深度贫困村YY村共四个样本村。对上述样本村全

部尚未脱贫贫困户，以及按 10%比例随机抽取的建档立卡脱贫户(曾经是贫困户，但在调查年份已脱贫)，共计 241 户进行了问卷

调查。问卷采用结构化访谈问卷的形式，共设计了 26 个结构化问题，分为三个维度:一是受访者基本情况，二是参与产业扶贫

项目情况，三是产业扶贫项目实施效果情况。根据研究需要剔除缺漏值和无效问卷，共获得有效问卷208份，样本有效率为86．31%。

其中，BJ村 83 份，ZL村 71份，YY村 14 份，JG村 40份。 

(二)模型选取与变量设定 

产业扶贫实施的效果可以通过项目是否促进增收来直观的反映。但增收体现的是短期的成效，无法反映长期变化。同时，

即使农户普遍实现增收，但增收的差异性也可能导致农户心理的不平衡，不利于社会公平与稳定。故而本文选取“农户增收情

况”这一客观标准和“农户的满意程度”这一主观标准作为被解释变量，有助于对项目的实施效果做出综合评价。 

首先，由于因变量为分类变量而不是连续变量，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不再适用，此时利用二元选择模型，对增收效果及满意

程度进行分析。令增收=1，无增收=0，模型形式如下: 

 

其次，利用 Mlogit 模型构造产业扶贫项目满意程度模型，令一般=0，较满意=1，非常满意=2，将较满意组和非常满意组分

别与一般组相比。方程形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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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变量及样本数据描述 

基于前期学者的研究和上述研究假设，本文选取个体特征、资源禀赋、产业组织形式、项目特点四个维度作为解释变量。

具体指标如下: 

表 1 变量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变量设置 样本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增收情况 增收=1不增收=0 208 0.58 0.494 0 1 

 一般=0  0.31 0.464 0 1 

满意程度 较满意=1 206 0.58 0.494 0 1 

 非常满意=2  0.11 0.310 0 1 

 JG 村=1 其他=0  0.19 0.391 0 1 

村别 YY 村=1 其他=0 208 0.09 0.289 0 1 

 ZL 村=1 其他=0  0.34 0.475 0 1 

性别 男=1 女=0 208 0.90 0.296 0 1 

年龄 实际观测值 208 52.23 13.808 13 83 

民族 少数民族=1汉族=0 208 0.97 0.168 0 1 

贫困程度 贫困户=1非贫困户=0 208 0.87 0.342 0 1 

 因学致贫=1其他=0 

208 

0.13 0.337 0 1 

致贫原因 
因缺乏资金致贫=1其他=0 0.13 0.332 0 1 

因缺乏技术致贫=1其他=0 0.17 0.379 0 1 

 因病致贫=1其施=0 0.25 0.437 0 1 

 小学=1其他=0  0.69 0.462 0 1 

教育程度 初中=1其他=0 208 0.23 0.419 0 1 

 髙中及以上=1其他=0  0.04 0.204 0 1 

劳动人数 实际观测值 208 2.43 1.268 0 5 

人均耕地面积 实际观测值 208 0.95 0.757 0.17 7 

社会资本（村组干） 有=1 否=0 208 0.10 0.396 0 1 

合作社 参加=1未参加=0 208 0.55 0.498 0 1 

参加“稻田养鱼”项目 参加=1未参加=0 208 0.84 0.371 0 1 

 

由表 1可知，调查样本以男性居多，占 90%，平均年龄52岁，少数民族占总样本的 97%，87%的农户为贫困户，致贫原因较

为平均，因病致贫人数稍高，每户平均拥有 2．43个劳动力，人均耕地面积 0．95 亩，约有 10%的农户有家庭成员担任村干部，

教育程度普遍较低，近 70%的农户仅有小学学历。尽管受教育年限普遍不高，但在调研人员与翻译人员的帮助下，被调查者基本

上都能正确理解问卷内容并给予回答，调查数据质量较高。 

（四)模型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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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Logit 模型回归结果(增收情况)。 

模型拟合前，笔者检验了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结果显示，检验值均低于10的阀值，

证明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根据模型拟合结果，在平均水平条件下，产业扶贫项目对贫困农户增收概率

达到 65．2%。可见政府产业扶贫项目确实对贫困农户增收发挥了效果，但对不同贫困农户的作用效果显著不同。 

首先，农户个人特征的影响。少数民族比汉族参与产业扶贫项目的增收概率提高 53%，统计显著性达到 1%。这与贵州省政

府对少数民族的倾斜政策不无关系。近年来颁布实施的《贵州省大扶贫条例》、《贵州省扶贫开发条例》、《贵州省促进民族团结

进步条例》等一系列政策，均强调了各级政府应当对少数民族扶贫对象进行重点帮扶，优先帮助少数民族发展。 

其次，农户资源禀赋的影响。教育对农户增收效果的影响显著为正，与预期方向一致。随着项目户文化程度的提升，增收

情况逐级递进。与文盲相比，小学教育程度农户增收概率提高50%，初中教育程度农户增收概率提高 42%，高中及以上教育增收

概率提高 33%，说明学历能够显著影响农户对项目的落实情况，高学历农户能从产业扶贫项目中获得更多的收入。与非贫困村

BJ 村相比，JG 村、YY 村、ZL 村的样本农户参与产业扶贫项目增收概率分别会下降 30%、34%和 28%。与非贫困户相比，贫困户

的增收概率下降 36%。说明尽管政府对贫困户有明显的政策倾斜，但贫困户由于自身禀赋的限制，依然无法弥补与非贫困户之间

的差距。而非贫困户凭借能力与信息优势，比贫困户能更多地从产业扶贫中获益，可能产生“精英捕获”现象。与因缺乏劳动

力致贫的农户相比，因病致贫的农户增收概率会提高21%。这可能是由于因病致贫的农户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做出生产决策，

而政府主导的产业扶贫替他们做出了决策并提供了销售渠道。人均耕地面积变量通过了 5%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

符合预期假设，边际影响为 0.14。这说明，人均耕地面积每增加 1亩，增收效果提高 14%。 

第三，产业组织及项目性质的影响。分析“合作社+农户”的产业组织模式的影响发现，参加合作社的项目户比未参加合作

社的项目户增收概率要提高 28%，与预期方向相同。说明合作社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规模经济，贫困户能够合作互助，共享政策

红利，共谋发展。 

第四，产业扶贫项目性质的影响。参加“稻田养鱼”项目对农户增收显著为负，增收概率下降 37．6%，与预期方向一致。

说明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产业扶贫项目对农户增收意义不大，非排他性使得该类项目更多的展现出公益性质，没有起到扶贫的

作用。即无法调动贫困户的积极性，又容易出现参与人数众多干扰市场价格的现象，扩大其他市场参与者的市场风险。同时，

农户还有可能被该项目被分散了精力，影响了其他生产活动，导致整体增收效果下降。 

表 2 Logit 模型回归结果(增收情况) 

变量名 系数 边际影响 

调査村（参照组:BJ 村）   

JG -1.26(0.799) -0.30(0.186) 

YY -1.44*(0.858) -0.34*(0.191) 

ZL -1.18*(0.626) -0.28*(0.141) 

性别 0.88(0.589) 0.21(0.145) 

年龄 0.001(0.013) 0.0003(0.003) 

民族 2.54***(0.936) 0.53***(0.120) 

教育程度（参照组:文盲）   

小学 2.19*(1-315) 0.50*(0.255) 

初中 2.52*(1-321) 0.42***(0.141) 

髙中及以上 2.54(1.549) 0.33***(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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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户 -2.39**(0-978) -0.36***(0.080) 

劳动力人数 0.05(0.186) 0.01(0.042) 

人均耕地面积 0.62**(0.300) 0.14**(0.067) 

社会资本（村组干） 1.11(0.873) 0.21(0.129) 

参加合作社 1.26**(0.509) 0.28***(0.108) 

致贫原因（参照组:因缺乏劳动力致贫）因病致贫 1.11*(0.642) 0.21**(0.097) 

因学致贫 0.55(0.682) 0.11(0.131) 

因缺乏资金致贫 0.13(0.561) 0.03(0.124) 

因缺乏技术致贫 0.70(0.547) 0.15(0.108) 

参加“稻田养鱼”项目 -2.41***(0.851) -0.38***(0.071) 

常数项 -1.97(1.926)  

样本数 208  

Waldchi2(20) 40.76  

Prob>chi2 0.003  

虚拟 R平方 0.25  

 

注:***表示在 1%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5%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的标准差。回归模型

边际影响(有无增收效果):y=Pr(inperform3inpro)(predict)=0．65169863 

2．Mlogit 模型回归结果(满意度) 

首先，农户个人特征的影响。男性比女性从较满意升至非常满意的概率减少 8%，统计显著性为 5%。这可能是由于与女性相

比，男性的收入负担更重，在生产上也投入了更多精力，对项目成效的要求也更高。年龄对满意度的影响并非十分显著，统计

显著性为 10%，年纪较长者从较满意降到一般的概率仅减少 0．4%，说明年龄不是影响农户满意度的主要变量。民族对农户满意

度的影响十分显著，少数民族比汉族从较满意降到一般的概率减少 55%，统计显著性为 5%。从较满意升至非常满意的概率提高

93%，统计显著性为 1%。这说明，少数民族政策效果凸显，农户享受到了政策红利带来的好处，提高了满意度。 

其次，农户资源禀赋的影响。教育程度显著影响农户的满意度，与文盲相比，小学教育程度的农户从较满意降到一般的概

率减少47%;初中教育程度农户从较满意降到一般的概率减少53%;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农户从较满意降到一般的概率减少47%，

上述结论均通过了 1%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高学历农户比低学历农户更有能力从产业扶贫项目中获得长期稳定的收益。

但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农户满意程度从较满意升至非常满意的概率比文盲降低 102%，且通过了 1%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可

能是由于已有的产业扶贫项目虽然可以有效促进增收，但仍不足以满足较高学历人群的需要，或者是由于项目本身与农户个人

能力不匹配造成的。ZL村农户的满意度明显低于 BJ村，调查户从较满意降到一般的概率提升 24%，从较满意升至非常满意的概

率减少 93%，通过了 1%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反映出该村产业扶贫的整体情况较差。在调研中，调查组发现该村开展的一些

项目并未实现增收，原因在于农户技术培训不到位，产量低，机会成本高，村民对村干部存在不信任与不满情绪。家庭成员中

有村组干的农户满意程度从较满意升至非常满意的概率下降 95%，且通过了 1%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可能是这类农户对增收

有较高的期望值，而家庭成员中有村干部这一优势并未带来额外的收益，导致农户满意度下降。 

第三，产业组织及项目性质的影响。产业组织模式的影响显示，参加合作社能够提升农户的满意程度，该变量通过了 5%统

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农户从较满意降到一般的概率降低15%。说明农户基本认同合作社的发展及其带来的经济效益。 

第四，产业扶贫项目性质的影响。参加“稻田养鱼”项目，使得农户的满意度从较满意降到一般的概率提升 25%，且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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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该项目并没有被农户所认可。结合该项目对增收的负向影响，符合预期假设。 

表 3 多分类逻辑模型(MLOGIT)回归结果(满意度) 

变量名 
较满意组与一般组比较 非常满意组与较满意组比较 

系数 边际影响 系数 边际影响 

村庄名（参照组:BJ 村）     

JG 
-1.51 -0.27* 2.37 0.17 

(1.071) (0.153) (2.047) (0.112) 

 0.95 0.14 0.45 0.01 

YY (0.851) (0.129) (2.130) (0.127) 

ZL 
0.10 0.24** -15.32*** -0.93*** 

(0.547) (0.107) (1.051) (0.211) 

性别 
-0.96 -0.13 -1.50** -0.08** 

(0.789) (0.116) (0.745) (0.035) 

年龄 
-0.02* -0.004** 0.009 0.001 

(0.015) (0.002) (0.022) (0.001) 

民族 
-2.17** -0.55*** 14.76*** 0.93*** 

(0.927) (0.157) (1.243) (0.202) 

教育程度（参照组:文盲）     

小学 
-3.16*** -0.47*** -1.64 -0.05 

(0.981) (0.138) (1.393) (0.077) 

初中 
-3.58*** -0.53*** -1.85 -0.06 

(1.048) (0.151) (1.323) (0.073) 

髙中及以上 
-4.71*** 

(1.359) 

-0.47** 

(0.214) 

-17.80*** 

(2.070) 

-1.02*** 

(0.190) 

贫困户 
-0.93 

(0.735) 

-0.13 

(0.111) 

-1.34 

(1.755) 

-0.07 

(0.100) 

劳动力人数 
-0.24 

(0.185) 

-0.03 

(0.028) 

-0.33 

(0.422) 

-0.02 

(0.025) 

人均耕地面积 
-0.37 

(0.265) 

-0.06 

(0.040) 

0.01 

(0.307) 

0.01 

(0.018) 

社会资本（村组干） 
0.04 

(0.651) 

0.23* 

(0.139) 

-15.66*** 

(1.196) 

-0.95*** 

(0.172) 

参加合作社 

致贫原因（参照组：因缺乏劳

动力致贫） 

-1.08** 

(0.452) 

-0.15** 

(0.065) 

-1.24 

(1.446) 

-0.06 

(0.086) 

因病致贫 
0.36 

(0.675) 

0.06 

(0.102) 

-0.003 

(1.090) 

-0.005 

(0.065) 

因学致贫 
0.45 

(0.738) 

0.04 

(0.114) 

2.07 

(1.616) 

0.12 

(0.088) 

因缺乏资金致贫 
-1.41 

(0.697) 

-0.22** 

(0.107) 

-0.04 

(0.931) 

0.02 

(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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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缺乏技术致贫 
0.07 

(0.667) 

-0.007 

(0.103) 

1.22 

(1.121) 

0.07 

(0.065) 

参加“稻田养鱼”项目 
1.67*** 

(0.586) 

0.25*** 

(0.084) 

0.83 

(1.060) 

0.03 

(0.064) 

常数项 
7.88*** 

(2.032) 

 -13.18*** 

(2.922) 

 

样本数 206  

Waldchi2(20) 4440.49  

Prob>chi2 0  

虚拟 R平方 0.30  

 

注:***表示在 1%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的标准差。 

五、结论与对策 

产业扶贫是脱贫攻坚的原动力，是实现2020年农村人口全面脱贫的根本途径。产业扶贫效果直接影响全面脱贫任务能否如

期实现。本文以实现产业扶贫项目落地为目标，以贵州省黔东南州四个典型村的调研数据为支撑，借鉴国内外相关学者的理论

与研究，运用 Logit 回归模型，对影响产业扶贫项目实施效果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进而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农户通过产业扶贫实现增收的概率受个体特征、资源禀赋、产业组织模式和项目性质的影响。非贫困村农户增收概

率更高，少数民族比汉族增收概率更高;参加合作社更有利于增收;与贫困户相比，非贫困户通过产业扶贫增收的可能性更高，

因病致贫的农户比其他贫困户更有可能增收;而教育程度、人均耕地面积对农户增收均有正向影响，参加“稻田养鱼”项目有负

向影响。 

其次，农户对产业扶贫的满意程度受个体特征、资源禀赋、产业组织模式和项目特点的影响。非贫困村农户的满意度高于

贫困村，男性的满意度低于女性，少数民族对产业扶贫的满意度显著高于汉族;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满意度呈递增趋势，但高

中及以上教育程度农户满意程度从满意升至非常满意的概率又显著降低;与没有社会资本的农户相比，有家庭成员担任村干部反

而降低满意度;参加合作社能够提升农户满意度，参加“稻田养鱼”项目会降低满意度。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笔者提出以下对策: 

首先，减少具有公共品属性的扶贫项目供给。农民是有限理性的，他们对短期内与自己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公共产品具有

较高的需求强度，却往往忽视地区经济和自身的长远发展。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产业扶贫项目虽然能够短暂的满足日常消费需

求，却无法形成长期稳定的收入源。在未来，一旦这种无差别的产品大规模进入市场，可能迅速拉低市场价格，不仅不能为农

户提供长期的、稳定的收入，还可能扩大其他市场参与者的市场风险。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来说，政府的财力极其匮

乏，应当将有限的资源最有效率地利用，因此，应当减少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扶贫项目供给。 

其次，对贫困户的能力进行精确识别，丰富产业扶贫项目种类。目前的产业扶贫项目未能与贫困户的个人能力进行精准匹

配，且已有的项目并不能满足较高学历人群的需要。公益性的产业扶贫项目虽对农户增收意义不大，但可以借此识别贫困户的

能力。对于自身能力较强的贫困户，应当给予其匹配的资源和项目恰当地弥补其缺陷，使产业更具竞争性，提高市场化率水平。 

第三，大力发展合作社等农村产业组织建设。鼓励更多的农户加入合作社，实现“弱者的联合”。同时，支持一定数量的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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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户加入合作社，以“能人带动”的形式帮助贫困户脱贫。在调研中，笔者了解到，BJ 村允许 30%的非贫困户加入合作社，

而其他三个贫困村只允许贫困户加入，挫伤了其他农户的积极性，无法发挥非贫困户的示范作用，阻碍了知识溢出。因此，各

地区应该根据实际情况，鼓励能人加入合作社，既能发挥示范带头作用，激励贫困户脱贫，又能扩大合作社规模，实现规模经

济，分散风险。 

第四，加大贫困地区教育投入。研究发现，绝大多数农户都仅有小学教育水平，自身发展意识薄弱，对政策的依赖性较高，

对数字和市场缺乏敏锐度。因此，应当重视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尤其应当重视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发展，整合各种

教育资源，改善贫困地区办学条件，提升贫困户劳动能力和职业技能的同时，强化发展意识，优化人力资本结构。 

第五，加强区域内土地流转，完善土地流转市场。应当重视对长期外出户及易地扶贫搬迁户土地的流转利用，整合碎片化

土地，更有利于招商引资和扩大产业规模。交易渠道方面，可以利用互联网实现土地流转的线上交易，发挥网络平台的优势，

拓宽农户信息交流的渠道，创新交易方式，降低交易费用，提高土地流转效率。 

本文对产业扶贫项目实施效果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选取了贵州省黔东南州少数民族地区四个典型村的截面数据，

结论具有一定地域特征及局限性。未来课题组将通过扩大研究地域及样本数量，并定期回访样本农户，以长期观察政府各项公

共政策实施效果，为政府决策提供更科学、可靠建议与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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